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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拒绝新式粪秽
处置系统的原因探析

焦存超　陈业新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　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重视租界内环境卫生的治理。从１８６４年开始施行
的以招商承办的形式人工清除粪秽，工部局藉此获得一笔不菲承包费；同时，工部局又
通过出售粪便，从中获利，二者成为其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１９世纪后期，以抽
水马桶和化粪池为代表的西方新式粪秽处置系统传入上海公共租界，但工部局屡屡拒
绝并设法阻止其在租界内的使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工部局不愿放弃那笔由人工清除
粪秽方式所带来的利益。
关键词：公共卫生；粪秽处置；工部局；近代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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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的中国农民非常重视人畜粪尿的肥田功效，由此产生了“惜粪如惜金”的农业
观念，故农书有云：“夫扫除之猥，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为膏润。唯务本者知之，
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①农民十分注重人粪尿的收集和利用。
在城市中，绝大多数居民主要依靠手提式马桶作为容纳和处置日常排泄物的工具，马桶秽
物则由市郊农民或专门人群前来倒走。据《梦梁录》记载，早在南宋时期，杭州就有以此为
生的职业群体：“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
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②由于粪秽量大，很多时候需要借助舟船运输，“有载垃圾粪土
之船，成群搬运而去。”③鸦片战争以前，京、沪等城市中的日常粪秽处置也基本采用这一
方式。

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后，由西人主导和控制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界内的公共卫生尤为重
视，学界对此有详细的探讨④。粪秽处置方面，工部局最初采用的是招商承办的人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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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⑤。１９世纪后期，以抽水马桶和化粪池为代表的新式粪秽处置系统出现于西方⑥，并在当
时城市中广泛使用。此系统在上海开埠后不久便传入公共租界。新式粪秽处置系统兴起于欧
洲，亦即工部局官员的母国，并广受城市居民的欢迎，相较于中国传统的人工清除方式，对环境
卫生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工部局理应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然而，工部局却多次拒绝并设
法阻止该系统在界内的使用。工部局此种不合常理的举措背后，究竟有着何种动机，本文借诸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文献，尝试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工部局对整治界内环境卫生的重视及采取的粪秽处置方式

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伊始，即将租界的“清洁工作”视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⑦，并采取多种
措施，维持和管治界内的环境卫生。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０日的《申报》对此有专门评论：

上洋各租界之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衣无许暴露，尘土拉杂无许堆积。
偶有遗弃秽杂等物，责成长夫巡视收拾。所以过其旁者，不必为掩鼻之趋，已自得举足之
便。甚至街面偶有缺陷泥泞之处，即登时督石工为之修理。炎天常有燥土飞尘之患，则常
时设水车为之浇洒。虑积水之淹浸也，则遍处有水沟以流其恶；虑积秽之熏蒸也，则清晨纵
粪担以出其垢。盖工部局之清理街衢者，正工部局之加意闾阎也。夫缺陷泥泞而不加以整
治，则晴天皆不便于行人；燥土飞灰而不润以浇洒，则徒步皆致窘于尘障；水沟偶有不通，而
户内几虞积涝矣；粪担任其稍迟，而街上难禁臭浊矣。此租界之规所以定之早而禁之严也。
其尤妙者，大街无许便旋，致秽气有冲人之失；浦滩不准澡浴，使乡人知裸浴之非，其意思尤
为周到，其风俗犹可维持，使住居租界者皆能体西人之意而更加意焉，岂不美哉？⑧

１８７３年来沪的日本僧人小栗栖香顶亦云：“城外为外人居留地……外人所住，皆清洁，尘芥
粪便，一切污物，每旦车载，搬移郊外。路上终日撒水，尘埃不起。”⑨可见，工部局对租界内环境
卫生“禁之严”的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此，余新忠指出：“租界的清洁卫生，并非因为他们拥
有先进的起居或特别的处理方法，而主要在于行政组织的介入和实心任事，以及巡捕等的严格
监督管理。”瑏瑠

所谓“行政组织”，主要指工部局在１８６４年成立的粪秽股，其主要工作就是处置界内粪秽和
垃圾，并负责马路清扫工作瑏瑡。此后，粪秽股的职掌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牛奶、饮食、菜场、医药
等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事务瑏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把后来的“粪秽股”视为“卫生股”未尝不
可。有学者因而认为粪秽股是工部局第一个管理公共卫生的专门机构瑏瑣。由于公共卫生管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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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近代上海租界粪秽处置的成果主要有：余新忠：《中国近世的粪秽处置及其变动———兼论近代公共卫生观念
的形成》，载《传统中国社会与明清时代》，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７－８９页；彭善民：《商办抑或市办：
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６４－６８页；苏智良、彭善民：《公厕变迁与都
市文明———以上海为例》，《史林》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２－１９页。
当今城市大多采用由抽水马桶、化粪池、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厂组成的粪便处理系统，本文主要侧重对抽水马桶和
化粪池的探讨，不涉及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厂的考察。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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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小栗栖香顶，陈继东等整理：《北京纪事、北京纪游》，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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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３册，第７１７页。
参见马长林等：《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８１－８３页；彭善民：《公共卫生与上海
都市文明（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１－４２页；唐艳香等：《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上
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２页。
罗苏文：《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１５５３—１９４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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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扩大，１８９８年，工部局成立卫生处，专司租界内一切卫生事宜瑏瑤。从设置粪秽股到正式成立卫
生处，专门管治租界内的环境卫生，可以看出工部局对租界内环境卫生的重视程度。
最初设置“粪秽股”，主要是为了处置界内的粪秽问题。在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初期，租界

内居民为数不多，粪便清除主要由附近农民完成，他们自发地将收集的粪便运至乡间，用作农业
肥料，一份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记称：“在１８４９年租界创立之初，并没有任何清除粪便的设施，
居民使用坑或是露天粪坑方便，如同在乡村那样。随后，由船夫挖空粪坑，将收集来的粪便放在
停泊在租界河浜沿岸的小船上。在那个年代，这些粪便通过农村船夫运送到周边乡村用作肥
料，并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瑏瑥此后，随着租界的发展，界内人口增多，居民日常粪秽处置问题遂
成为一桩令西人头疼的难题：“自欧人东渐，辟商场，设租界，通商互市，列肆而居，聚者既众，居
家排洩秽物及处置粪质之问题以起。”瑏瑦

在此情形下，１８６２年８月２０日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首次讨论了粪秽的处置问题。会上，董
事会建议以招商承办的方式解决租界内粪秽清除问题瑏瑧。可能会议决定在实践中未能得到较好
的执行，于是，１８６３年１月１４日的董事会议，再次讨论了这一问题瑏瑨。根据１８６４年７月２７日的
会议记录可知，工部局曾尝试与华人订立一份临时合约，由华人承办界内粪便的清除工作瑏瑩，这
种尝试具有实验性质，旨在积累招商承办的经验。１８６４年，工部局同华人正式签订了第一份清
除粪便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但承包金额因无记录则不得而知。１８６５年８月３１日，承包合约
到期，９月５日的董事会会议讨论了第二份合同的签订问题，并最终同华人邓坤和签订了一份为
期一年的合同。按照合同规定，邓氏每月需向工部局支付５０５大洋瑐瑠。１８６６年，该合同期满，工
部局通过招标的方式，以同样的价位，与一位名叫任庭超的华人承包商签订了合同瑐瑡。对于这种
承包方式的效果，工部局在１８６８年７月７日的会议上给出了“满意”的结论瑐瑢。而在１９１３年１０
月２２日的会议上，卫生官在报告中给予此种方式以“完美”的评价瑐瑣。
总之，上海开埠初期，工部局对租界内卫生极为重视，并采用招商承办的办法，以人工清除

的方式解决租界内的粪秽问题。在此模式下，一方面，承包商将所收集的粪秽以商品的形式售
卖于周围的农民作农田肥料，从中取得利益；另一方面，通过粪秽的招商承办，工部局每年从中
获利良多。

二、新式粪秽处置系统的传入及工部局的反应

新式粪秽处置系统主要由抽水马桶和化粪池构成，该系统最初主要兴起于１６世纪末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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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笃成：《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４页。
牟振宇等译：《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关于公共道路、下水道和粪便处理系统的城市卫生工作报告（１８４９—１９４０年）》，
《历史地理》第２３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１１页。
青霞：《香港上海之公众卫生问题》，《大中华》１９１５年第１卷第２期。
“为了清除租界内街道上的一切污物或其他淤积物，由代理总董提议并由詹姆斯·科克附议，工部局应与一位相
当可靠的华人签订一份合约。”见《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册，第６４７页。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册，第６６８－６６９页。
“董事会被告知，与一个华人委员会就清除粪便等污物签订的临时契约将于下月２１日终止。”见《工部局董事会
会议录》第２册，第４８２页。
“由于原合同于今年８月３１日期满，本委员会同邓坤和签订了每月向工部局支付５０５大洋的合同，为期一年。”
见《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２册，第５１５页。
“这合同业已期满，需要为新一合同进行招标。现已接受任庭超的投标。此承包人目前每月缴纳５０５元，从而取
得清除英、美租界内粪便等的权利。”见《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２册，第５８６页。

瑐瑣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３册，第６７８页、６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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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后经众多人物的多次改进，渐趋完善。瑐瑤

作为新式粪秽处置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抽水马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进，在上海开埠后
便传入公共租界。据笔者所见，文献中关于上海较早装置抽水马桶的记载，是１８８７年７月３日
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有关“市政排水措施”会议讨论记录：“董事会注意到，当租界安装了自
来水时，有些居民可能使用抽水马桶，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即：一般说来，租界里的排水设
备是完全不适合排泄家庭污水的。因此会议决定，不准将任何抽水马桶的粪便污水用排水管排
入市政阴沟内。”瑐瑥

尽管工部局表面上禁止居民将抽水马桶秽水排入下水道系统，但因“粪便污水”是由抽水马
桶产生并通过管道排入下水道的，因此，董事会的决定在一定意义上是禁止界内居民安设抽水
马桶。工部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又默许了抽水马桶的使用。因此，在以后的
几年里，界内的一些总会和银行大楼纷纷安设了抽水马桶，并将秽水通过排水系统排入黄浦江
中，造成了水污染。这种情况下，工部局对于抽水马桶的使用再也不能坐视不管，１８９３年８月８
日的董事会会议，再次讨论抽水马桶的问题。会上，“卫生稽查员报告称，大约一个月以前，汇丰
银行占用的房子里安装了抽水马桶和小便池，其排水口与房子北边的排水沟连接并最后流入海
关码头南边的江中，而上海总会在几年前就同样地进行了安装。”经过讨论，“董事们认为要制止
把抽水马桶与任何排水沟连接在一起，所有这些排水沟都属于工部局”，同时“会议决定将此报
告提交卫生委员会研究。”瑐瑦上海总会所属大楼抽水马桶安设于工部局董事会禁令通过不久，汇
丰银行大楼内的抽水马桶设施则在１８９３年安装。尽管上海总会和汇丰银行大楼的情况只是董
事会提及的两桩个案，但反映了抽水马桶在租界内使用较为普遍的情况。

２０世纪初，上海租界发展日新月异，新建楼宇愈来愈多瑐瑧。为了规范和控制建筑业的发展，
工部局在１９０３年制订了《西式建筑章程》瑐瑨，《章程》７５条中的最后一条规定：“粪便不能排入下
水道”，“禁止公共或个人修筑任何连接设施，将粪便排放至排水管道。”瑐瑩但该章程依旧没有明确
禁止安装和使用抽水马桶，规定因此形同虚设，界内安装抽水马桶者愈来愈多。这种情况下，卫
生官上书董事会，建议禁用抽水马桶，并着手修订《章程》，１９０４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
讨论了“排水———抽水马桶系统”问题：

警备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个卫生官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即最好采取措施制止在
租界使用抽水马桶。董事会一致反对把抽水马桶与全市的下水道、阴沟或排水沟连结起
来，但认为要阻止在私人地产上修建和使用私人污水池是很难的。卫生官关于修改的建筑
规章已提交工务委员会，同时董事会充分考虑到，如果抽水马桶已在使用而不准与阴沟连
结，又不准用污水池，将成为令人讨厌的事情。瑑瑠

７８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关于抽水马桶和化粪池的起源及改进情况可参阅：查尔斯·辛格等主编：《技术史》第４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４３页；［美］霍丁·卡特：《马桶的历史———管子工如何拯救文明》，汤家芳译，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６、９０页；［美］朱莉·霍兰：《厕神：厕所的文明史》，许世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７４、７６、７８页；［日］岩井重久审定，申丘澈、名取真合著：《污水污泥处理》，吴自迈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４页。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８册，第５１６页。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１册，第５６７页。
参见唐方：《都市建筑控制：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建筑法规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该章程目录可参阅唐方：《都市建筑控制：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建筑法规研究》，第１００页。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修改外国楼房建筑章程、铺设电车、建娱乐场及河南路拓宽等文件》，上海市档
案馆藏，档案号：ＵＩ－２－２４６。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５册，第６５７页。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２４卷

但董事会对卫生官的建议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将近８个月后的１９０５年１月４日会议上
才决定采纳卫生官关于修改《章程》的建议瑑瑡，决定在《西式建筑章程》中增加一条禁止在界内安
装抽水马桶的规定。至此，工部局对抽水马桶的态度终于明朗化：禁止租界内使用抽水马桶，并
且严格执行。１９０５年１月１８日董事会会议，董事们不仅拒绝了玛礼孙洋行提出在汇中饭店大
楼安装抽水马桶的申请，并且警告称，如果擅自安装抽水马桶，“工部局将每月向他们收取１５０
两作为运输粪便的费用”，而且在对拟议中的增加条款即后来的《章程》第７６条讨论后，“会议决
定公布一份备忘录，明确表示工部局不同意安装抽水马桶的申请，并写上采取这一决定的
理由。”瑑瑢

然而，拟增修的第７６条款计划在随后被搁置一年有余，直到１９０６年５月１６日的会议才故
事重提瑑瑣，并在一周后的５月２３日会议上再次重申“采取必要步骤，修改建筑规章，明确说明禁
止安装。”瑑瑤可以看出，董事会对于抽水马桶的态度十分坚决，工部局决心以条例的形式，明文禁
止在界内安装抽水马桶。租界地产委员会很快批准了工部局对《西式建筑章程》第７６条的修
订，“使该条款具有明确的禁止使用抽水马桶的性质。”瑑瑥工部局在１９０６年７月９日至１４日的英
文报纸《字林西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上正式发布了第１７８９号《公告》，明确“禁止公
共或个人修筑任何连接设施，将粪便排放至排水管道。禁止建造或使用抽水马桶、化粪池、蓄水
池，以及存放污水或粪便的永久性容器。”瑑瑦并且，工部局反复强调：“第１７８９号通告中的规定今
后必须无例外地执行”瑑瑧。之后，工部局董事会依据７６条规定，对界内居民安装抽水马桶的申
请，无一例外地慨然相拒。例如，１９０８年１月，通和洋行向工部局提交了一份安装抽水马桶的详
细计划，尽管在一些人看来，该计划对于抽水马桶秽水处理的规划是“完美”的，但董事会仍然援
引第７６条的规定否决了申请瑑瑨。
相较于抽水马桶可能早在１８８７年左右既传入上海，新式粪秽处置系统的另一重要组成部

分———化粪池的传入时间似乎略早于抽水马桶。据笔者所见，１８７１年８月７日的董事会会议
上，即首次提到化粪池的问题：“污水槽和化粪池均已按需要进行清理。这些化粪池已加以最慎
重的处理，并大量使用杀菌剂。”瑑瑩这一记录说明，当时租界内既建有化粪池，并针对化粪池存在
的问题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同抽水马桶一样，化粪池传入租界后，也曾遭遇了不受工部局欢迎的处境，１９０６年颁行的第

７６条即明文规定禁止在界内建造化粪池。然而，虽然该规定在一段时期内阻碍了化粪池在租界
内的推广，但并未妨碍人们对化粪池的兴趣，如印度支那银行即曾提交了建造化粪池的申请，

１９１３年４月３０日的董事会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会上，虽然“有些董事对于禁用条款的合理化

８８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会议注意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在新建房屋内安装抽水马桶，特别提到圣方济学堂和汇中饭店的申请。
董事会根据卫生官的报告，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并决定立即在建筑条例中增加一条，禁止建造这种排水系统，对
现有的污水池进行适当的管理。会议指示立即为建筑条例第７６款增加必要的规定进行起草，并传阅通过。”见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６册，第５５２页。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６册，第５５４页。

瑑瑤瑑瑥　“抽水马桶系统。经若干讨论，会议批准委员会关于本标题项目的若干建议。李德立先生提出，应修改此事
的建筑规章以便完全禁止使用。”见《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６册，第６４０页，第６４１页。
《字林西报》１９０６－７－９。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７册，第６１８页。
“会议收到了通和洋行来信，内附一个精心设计的污水处理装置的平面图，他们准备将这一装置安装在静安寺路
麦克贝恩夫人的房子里，工务委员会一致认为，尽管拟议中的安排是完美的，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建筑条例不准
有什么例外，因为这一先例今后肯定会被援引来要求作出同样的让步。因此会议否决了这一申请。”见《工部局
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７册，第５３１页。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４册，第８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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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不足”，因为“这种化粪池在法租界以及天津和汉口都可以使用”瑒瑠。但是，工部局是不会轻
易修改禁令的。两周后的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工部局断然拒绝了印度支那银行建造化粪池的申
请瑒瑡。工部局董事会的固执由此可见一斑。
在１９１６年日本人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之前，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英、美、德等

欧美国家，其中在１８９０至１９１４年间，一直遵循“董事九人，分配为英七、美一、德一”的比例进行
分配瑒瑢，董事会为清一色的西方人。按理说，对于兴起于欧洲并在近代西方城市广泛普及的抽水
马桶及化粪池，一向注重租界公共卫生治理的工部局应持欢迎和积极推广的态度。但事实与之
大相径庭，工部局董事会对这种新式粪秽处置系统不仅极不乐见其在界内安装和使用，而且一
再拒绝居民的安装申请，并通过对相关章程的修改，以条例和规则的形式，明文禁止界内居民建
造和使用这种近代化的新式卫生设施。其原因究竟何在？

三、工部局禁止使用新式粪秽处置系统的原因

按照前文所引１８８７年７月３日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中的解释，工部局拒绝抽水马桶的理由是
租界里的排水系统不适于排泄家庭污水。诚然，就下水道而言，虽然工部局一直在持续进行下
水道的敷设，但截至１８９０年，公共租界内各种不同管径的主下水道仅有２２７３．８丈（合３６８２余
米）瑒瑣，也无污水处理厂，就此而言，市政卫生设施确实不具备妥善处置抽水马桶秽水的基本条
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意界内居民安设抽水马桶，由其排出的粪便污水势必污染环境，危及
居民健康。因此，对于一向重视环境卫生的工部局来说，这一理由颇为正当。然而，作为一种小
型的污水处理设施———化粪池，非常适合处理抽水马桶的秽水，如果说拒绝抽水马桶的原因是
出于环境和卫生的考虑，那么禁止化粪池的原因，工部局难以自圆其说。工部局拒绝新式粪秽
处置系统的使用，背后隐藏着令工部局难于舍弃的东西。
如前所述，工部局早在１８６４年就开始采用招商承办的方式处置界内的粪秽。其中在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年分别同华人邓坤和、任庭超签订承包合同，二人每月需向工部局缴纳５０５元大洋的承包
费，按此计算，年总承包费达６　０６０元大洋；同时，承包人因将从界内居民家中清除来的粪便售卖
于附近的农民而获利。随着租界内居民数渐增、粪秽产量日益增大，承办人由售卖粪便所获得
的利益也随之水涨船高，“人口之增多与粪买卖有直接之关系，故上海商务既日见其茂盛而发
展，则此项贸易之增进，吾人亦可预知，手运及转运之方法将日益见其繁赜”瑒瑤。因此，工部局随
后也逐年提高承包费。如１８９９年月承包费为３　２００元，此后逐年增加：１９０２年为４　１００元、１９０５
年为５　３００元、１９０８年为６　０００元，１９１０年则达７　５００元瑒瑥，为１８９９年的一倍以上。工部局每年
从中因此获得一定的收入。如从１８９９到１９１９年，工部局因承包费而获得的收入，就从１８９９年
的３．８４万元增至１９１９年的１８．０６万元（见图１），前后悬殊数倍。
这笔由华商缴纳的粪便处理承包费用，是工部局一笔不菲的收入来源：“外人居留所之粪质

经华人承办者（如上海之总粪头）大都转售与邻近租界之农户，为肥田之料，此项贸易日见发展，
而粪质之代价在工程局会计簿中成一巨大之岁入。”瑒瑦该收入在工部局年财政收入中长期占有一
定的比例。如在１８９９—１９１９年间，来自出售粪便清除承包权所得的收入，在工部局每年财政总
收入中的比例一般维持在２％—３％，１９１６年则几近４％（见表１）；若将这笔收入与卫生处每年开

９８

瑒瑠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瑦

瑒瑡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８册，第５８１页，第６６３页。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１册，第５３１页。
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瑒瑥　青霞：《香港上海之公众卫生问题》。
青霞：《香港上海之公众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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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８９９－１９１９年工部局从粪秽清除年承包中所获收入示意图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施振国主编：《上海环境卫生志》，上海：上海社会科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０页。

支相比较，即可看出该收入对工部局的意义。１９０６—１９１９年，卫生处每年的财政开支从１２万元
至４０余万元不等，而来自出售粪秽承包权所获得的收入，占卫生处每年开支的４０％—５０％不
等，１９１６年则高达８１％（见表２）。

表１　１８９９—１９１９年公共租界粪便清除年承包金占工部局年经常总收入比率统计

１８９９年 １９０２年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８年 １９１０年 １９１３年 １９１６年 １９１９年

总
收
入

银两 ９１６　６１１　 １　２０９　１７５　 １　７８０　４１４　 ２　４０３　１６４　 ２　５５５　０５６　 ２　８５８　００６　 ３　３３３　１５１　 ４　４１９　９６１

银元 １　２３２　８３３　 １　６２５　０１７　 ２　４４２　６０４　 ３　２５４　９９７　 ３　４４３　４７２　 ３　８６８　４４３　 ４　６１２　０８１　 ６　１０８　２９３

年承包金额（元） ３８　４００　 ４９　２００　 ６３　６００　 ７２　０００　 ９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６００　 １７７　６００　 １８０　６００

比率（％） ３．１　 ３　 ２．６　 ２．２　 ２．６　 ３．１　 ３．９　 ３

　　资料来源：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３８－３４０页；施振国主编：《上海环境卫生
志》，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０页。

注：表中银两与银元间单位换算，据《上海洋厘平均市价（１８７２—１９３１）》（《经济统计季刊》１９３２年第１期：第１９６－１９７页）一表中

的各年平均市价进行换算。表２同。

表２　１９０６—１９１９年粪便清除年承包金占卫生处年支出比率统计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８年 １９１０年 １９１３年 １９１６年 １９１９年

年承包金（元） ６３　６００　 ７２　０００　 ９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６００　 １７７　６００　 １８０　６００

卫生处

年支出

银两 ９０　７５７．４８　 １３４　３８５．３２　 １６７　４３５．９１　 １７８　９５７．０７　 １５８　１６８．７２　 ２９１　９９９．１４

银元 １２３１１１　 １８２　０２０　 ２２５　６５５　 ２４２　２２７　 ２１８　８５８　 ４０３　５３７

比例（％） ５２　 ４０　 ４０　 ５０　 ８１　 ４５

　　资料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４８－
５４９页；施振国主编：《上海环境卫生志》，第１４０页。

注：表中１９０６年承包金数因阙如而采用１９０５年数据。

此外，除了上述这笔来自承包商缴纳的收入，笔者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中还发现了
一笔粪秽股自己出售粪便的收入。在１８６７年５月２日的会议上，财务委员会代表 Ａ．Ａ．小海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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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提交了１８６６年４月１日至１８６７年３月３１日期间的收入报表，其中在“粪秽股”收项下该
“收入”总计为３　９９３．３２银两瑒瑧，合５　４７８．５３元瑒瑨。而在１８６７年３月１日至１８６８年３月３１
日，这笔收入增长到４　２２１．１７两瑒瑩，合５　７９１．１５元。该项收入几与１８６５和１８６６年承包商缴纳
的承包金６　０６０元相伯仲。财政、捐税及上诉委员会在１８６７年８月２日的会议上所提交的报告显
示，工部局对此笔收入亦十分重视，将其纳入市库收入瑓瑠。可见，由粪秽处置所获得的收入在很长
一段时期内是工部局财政收入的一部分。１９２１年，当时的海关税务司戈登·洛德在其撰写的《海
关十年报告（１９１２—１９２１）》中亦指出：“粪便处理实际上一直是上海的一项财政收入。”瑓瑡

人工清除粪秽的传统方式给工部局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想见，即便工部局一向
重视环境卫生，但当面对要舍弃这笔丰厚的利益时，工部局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与抉择。１９１２
年，有“某日本人向工部局递交一项建议，提出接管收集粪便的工作，为期１０年，并以化学方法
处理，以取代目前将粪便用于农业的办法。”瑓瑢该日本人愿意每月出资８　６２５元，而且其采用的处
置方法远比华人承包商采用人工清除的方式安全和卫生，“此事若行，必可减少租界卫生上之危
险”，界内公众亦“得受卫生之利益”。随后，工部局通过招标的办法决定此事，因华人承包商以
超过日人标价１　３２５元的最高标价，工部局最后决定仍采取由华人承办的利用人工清运的旧方
式。有人对工部局的决定提出了批评：“工程局中眼光所及，仅见其会计簿中每月少一千三百二
十五元之进款而已，公众之卫生又何尝为彼辈所措意。”认为工部局宁愿为了每月多收入千余元
而置公众卫生安全于不顾，“工程局不忍减少其每月千余元之进款，而坐视其负税之人民沦于危
险之地位。”瑓瑣１９１７年，首次前来中国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到达上海后，注意到了当时公共租界仍
采用招商承办的粪便处理方式及其背后的利益驱动：“粪便客观的利润引起上海公共租界的注
意，因而租界开始与人签约，批量出售粪便。这些粪便经商人转手，卖给上海市附近的乡下农
民。然而，上海的外国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嚷嚷道，粪便危害人体健康，不宜作庄稼的肥料，租
界当局应当就此罢手。对于外国人的这种声音，租界当局置若罔闻，依然照旧行事，因为租界每
年靠出售粪便获得的额外收入高达十万大洋。”瑓瑤对于租界内外侨出于卫生安全的考虑反对工部
局采用的招商承办粪便处置方式的呼声，工部局仍然不为所动，鲍威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工部
局只在乎每年由粪便承包带来的巨额承包金。
然而，一旦租界内安装和使用新式粪秽处置系统，则意味着粪便皆被稀释成秽水，然后通过

下水道排入河流或者流入化粪池进行分解。虽然经过新式系统处理过的粪便秽水和粪渣仍有
一定的肥效，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这种处理后的粪肥效能难与之前未经任何处理的粪便原肥
相比，因此拒绝购买瑓瑥。农民的态度显然也影响了粪便承包商，承包商亦因而认为经过新式粪秽

１９

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３册，第５８１页。
此处采用１８６５年全国性的银元与银两的汇兑比价１∶０．７２８９进行换算（李贵勤：《中国近代货币史中的洋
厘》，《河北财经学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３期：第７１页），下同。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３册，第６３８页。
“本委员发现，出售粪便的收入日益减少。其原因是近来流行着中国房地产业主自己出售粪便的惯例，这就使原先
归工部局金库的系统基金落入个人腰包。”见《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３册，第６１３页。
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１８８２—１９３１）———〈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２６页。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８册，第６２３页。
青霞：《香港上海之公众卫生问题》。
［美］约翰·本杰明·鲍威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刘志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５页。
如戈登·洛德指出：“市内广泛使用抽水马桶之后，农民拒用这种处理过的粪便。”见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１８８２—１９３１）———〈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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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系统处理过的粪便价值大打折扣，“从理论上说，处理后的产物即是高效农用肥料。但是考
虑到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保守偏见，老上海们非常怀疑这种肥料是否会像过去的粪便那样有利
可图。”瑓瑦一旦工部局允许使用新式粪秽处置系统，承包商每日所收集的粪秽将失去市场，并影响
其投入高额资金获得承包权的积极性，而最终工部局每年来自出售承包权的那笔财政收入亦将
减少，甚至丧失。对于新式系统带来的经济利益影响，工部局早有认识，并有所不甘，向那些使
用抽水马桶的用户毫无理由地收取粪便处理费用。如在１９０４年７月２０日的董事会会议上，针
对装有抽水马桶的居户，“董事会认为，使用苦力而不使用工部局承包商的那些人来清除粪便是
不受欢迎的，并指示按所提标准进行收费。为此卫生官将把这一决定以及导致采取这一决定的
理由通知所有装有抽水马桶的房屋业主。”瑓瑧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环境和卫生问题显然只是工部局如此固执地拒绝新式粪秽处置系统
的借口，其深层动因在于工部局舍不得放弃那笔对其而言极为重要的、由承包商缴纳的粪便处
理承包费以及粪秽股出售粪便的收入。

鸦片战争后，西方大潮对中国旧有模式形成很大冲击瑓瑨，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全
面遭遇西方近代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并悄悄地发生着改变，本文所关注的主题只是近代中国巨
大变化中的一个极平常而微小的缩影。也正是鸦片战争，让西方人由以往对中华文明的艳羡逐
渐转变为将此时已远远落后的古老中国视为野蛮的文明，这种态度可以一位名叫纪礼备的传教
士的话来概括：“假如我们一定要承认中国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那么，它也只能是粗略加工过、
而且仍然是一个野蛮的文明，这就是他们达到的程度。”瑓瑩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城市中人工清除粪
秽的方式，被西方人认为是“中国人最原始的方式”瑔瑠。
然而，西方人眼里是落后文明象征的人工清除粪秽行业，在上海公共租界并没有被由西方

人主导的工部局视为落后文明的象征极力取缔。与此相反，因丰厚的经济利益，工部局却似乎
与之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即便一向重视公共卫生，当面对新式粪秽处置系统对既得利益的冲
击，工部局在经济利益和公共卫生面前却一度为了前者而“折腰”。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
经济人，工部局追求本部门自身利益”，工部局的选择“体现并启发着理性和理性计算的思想”瑔瑡；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某些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及生活模式自有其一定的“魅力”，即便是浸润
近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难以抵御。而这些颇具“魅力”的传统社会生产及生活模式却在西方文明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进程中无形中扮演了迟滞作用的角色。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ｉｇｈｔ
Ｓｏｉｌ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ｂ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ＪＩＡＯ　Ｃｕｎ－ｃｈａｏ，ＣＨＥＮ　Ｙｅ－ｘ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４０，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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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瑨

瑓瑩

瑔瑡

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１８８２—１９３１）———〈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２２７页。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１５册，第６７０页。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４７０页。

瑔瑠　［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４页，第８５页。
樊果：《陌生的“守夜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经济职能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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